
政治学本土化，时也，势也!

王 绍 光

政治学本土化任重道远，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叫老生常谈? 首

先，我自己已不再年轻，过了耳顺之年，算是“老生”; 其次，在过去二十年，我不时触及这个话题，

可谓“常谈”。
1980 年底，中国政治会学成立时，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大三。当时，不仅北大，全国各大

学都还没有政治学系，只有国际政治系，我还没有听说过有“政治学”这么一个学科，对政治学处

于一窍不通的状态。如果说当时与政治学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因为对“比较宪法”这个领域很

感兴趣，授课老师是龚祥瑞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5 年的毕业生，后获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政治学硕士; 1939 年回国后，辗转在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几家大学政治系任教; 1954 年( 我出

生那年) 转入北大法律系任教。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在龚先生指导下，我选择研究美国的压力

( 利益) 集团及其政治影响力，算是摸到了政治学的边儿。没想到，政治学话题对自己的吸引力

远大于法学话题。这样一来，1982 年公派出国留学时，我擅作主张，选择申请政治学系，而不是

进入法学院。龚先生带我登门拜访了两位他的老师辈学者: 张友渔( 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和

钱端升( 时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凭着三位老先生的推荐信，我顺利进入了心仪的美国康

奈尔大学。
1990 年，我已经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任教。我就学的是康奈尔大学“政府

系”，叫做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而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是“政治科学系”，叫做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政治学的认识，基本上就是把西方的政治学看作一门科

学，认为它适用于古今中外，“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值得推崇，值得引入国内。不过，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风云急剧变幻的十年: 一个庞大的苏东体系轰然垮塌，仿佛印证了“历史

终结论”; 西方各国对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 俨然摆出世界唯一

霸主姿态的美国不再有所忌惮，频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我所在系里的同事与整个美国政治学

届却在煞有介事地大谈“民主转型”“民主和平论”。这一切迫使我对眼前发生的事务、对历史、
对世界大势、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重新审视，对一度奉为圭臬的西方政治学进行反思。

十年后，2000 年前几个月，有一批中国人在马里兰大学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主题是“21
世纪对中国政治学家的挑战”。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标题是《“接轨”还是“拿来”: 政治学

本土化的思考》，提出了“政治学本土化”这么一个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了三个问题。①

第一，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 当时，我已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政治学者所使用的主要概

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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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完全不屑于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

论、我们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因为这些概念、理论、方法，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有提出来。然而，对大

量现实与理论问题，西方主流政治学要么没有答案，要么只提供了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的答案，很

难令人满意; 如果硬要拿西方的理论与分析架构解释它们，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

扭曲。要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很有必要对政治学进行本土化。
第二，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 在西方，政治学被称之为“政治科学”。如果政治学真是一

门科学的话，谈本土化就有点滑稽了，因为人们不会愚蠢地推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本土化。
然而，刻意强调其“科学”属性也许恰恰是一种色厉内荏，以掩饰这门学科厚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政治学是基于西方独特的思想传统、政治经验发展起来的，服务的是西方统治阶层的利益，

西方却硬要宣称它可以解释各国在各个时段里的各种政治行为。不过，西方也有那种自信到敢

于说出实话的学者，如亨廷顿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西方: 独特而非普世》。① 政治学绝不是一门

科学，它既不符合价值中立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

不衰。既然它根本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

第三，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 我当时提出来四点建议。一是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

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什么是别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二是运用西方理论时，要

清晰理解其背后的种种基本假设，思考它们，质疑它们; 有道理的，不妨参考，没道理的，加以扬

弃。总之，要有所取舍，切忌全盘照搬。三是要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进行必要的

清理与重构。对被滥用和被用滥的概念，如“民主”“威权”“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之类，我们要

一一厘清，弄明白其来龙去脉、内涵外延，继而去末归本、去伪存真，搞清楚其适用与不适用的范

围。如果西方政治学缺乏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的概念，我们要进行构建; 如果西方政治学描述某些

政治现象的概念存在偏差，我们要进行重构。四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为方法而方法。“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天真地把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奉为

“天条”，好像是某种“尖端技术”。其实，说到底，方法就是工具，工具要服务于目的，不能本末倒

置，没有必要盲目崇拜。
又过了十年，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邀请我为纪念政治学三十年写一篇文章。为此，

我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学 30 年，从取经到本土化》的论文，在其中，我提出一个看法: 到那时为

止，中国当代政治学发展已经走过三个阶段，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称之为“取经”，

即从编译起步，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源流。政治学恢复最初那些年便处于

这个阶段，一些西方的书籍和文章被译介到中国学界。“取经”时，对西方的“真经”难免有毕恭

毕敬、顶礼膜拜。第二阶段叫做“效仿”，试图将从西方学来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大而化之地

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的分析。“效仿”时，对西方政治学依然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在“取经”与“效仿”的过程中，一些勤于思考的中国政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政治学关注

的问题未必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关键问题，西方取来的“经”未必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政治，这就

为下一个飞跃打下了认识论的基础。第三个阶段叫做“自觉”，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

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真正的关键问题，并从“古今”与“中外”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

析。这大概就是中国政治学界在本世纪初的状态。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经过“取经”“效

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大胆地向前再跨一步: 本土化。本土化当然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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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政治学，放弃对外交流，而是要在树立自信心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三点: 批判地

吸收，创造性地思考，平等地交流。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 2020 年，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孔子说“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惑”字值得玩味。辜鸿铭把孔子说的“惑”译为“doubts”，意指疑

惑; 但有人将“惑”译为“confusion”，强调迷惑; 还有人将“惑”译为“bewilderment”，偏重困惑。①

也许孔子所说的“惑”，既是疑惑，也是迷惑，还是困惑。那么什么是“不惑”呢? 当然是消除了疑

惑、迷惑、困惑，变得明白起来，用孔子自己的说法则是“知者不惑”。对此，《论语注疏》解释说，

“知者明于事，故不惑乱”; ②这里孔子所说的“知者”首先当然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仅靠饱读

诗书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明于事”，也就是要对知识有透彻的了解，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还能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达到康有为所说的“穷理明物之知”，③这样才能进入“不

惑”的境地。
在中国政治学进入不惑之年时，之所以要再提本土化，是因为它虽然前路漫漫，但已成大势

所趋。如果从 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从 1980 年 12 月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算起，中国当代政治学已有四十年的历史。现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政治学本土化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人、中国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自信。
本土化的前提是本土自觉，但仅有本土自觉还不足以产生本土化的动力，因为有些人即便有

本土自觉，但却可能得出结论说，本土“样样都不如人”( 陈序经) 、④“百事不如人”( 胡适) ，⑤继

而鼓吹全盘西化，希望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三百年殖民地”( 刘晓波) ，希望抛弃黄色 ( 中国) 文

明，拥抱蓝色( 西方) 文明( 《河殇》) 。⑥ 只有形成本土自信，才可能产生推动本土化的意愿与

动力。
1997 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

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虽然他当时没有使用“文化自信”的说法，但他所说的“各美

其美”已包含了中国自有其美的“文化自信”的成分。⑦ 此后，党的十六大形成了“一个自信”( 道

路) 的表述; 十七大形成了“两个自信”( 道路、理论) 的表述; 十八大形成了“三个自信”( 道路、理
论、制度) 的表述;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

书记第一次把“四个自信”(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并列提出。⑧ 现在，“四个自信”不仅仅是中

共中央的提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在成为广大中国民众、中国学者( 包括政治学者) 普遍接受的

共识。
奠定了“四个自信”的基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建立

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此处“学派”可以包括由低到高五层含义: 第一，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第三，中国学者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 第四，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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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较为统一的看法; 第五，中国学者形成了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
同时又被外人承认的“中国学派”。我所说的“中国学派”，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中只能有一个学

派; 恰恰相反，如果形成中国学派的话，那将是在政治学各个分支形成一批百花齐放的“中国学

派”。① 也许，短期内，我们还不太可能形成最高层面意义上的“中国学派”，但较低层面意义上的

“中国学派”正在各处萌芽、开花。
确实，过去一些年里，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当中，中国学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进一步加深

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十余年，对很多政治学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

些小小的飞跃。
比如，同是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我在研究中逐步体会到，中国与西方的思考方式不同。西方

自古以来就有一套思维模式，我把它叫“政体思维”模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政治

学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方式则是聚焦“政道”，即治国理政的理想与方

式，我称之为“政道思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是如此。这应该是中西政治学的主要差异

之一。②

对同一政治现象的观察，中西的视角也有差异。在研究“代表”( Ｒepresentation) 问题时，我

察觉到，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谈论选举权的书籍与论文浩如烟海; 但如果想找到一篇文章、一本

书专门讨论被选举权，则难上加难。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与选举相关的文章、书籍没有西方

那么多，但在这其中有相当一批是专门讨论被选举权的。另外，讨论选举时，西方文献的关注点

是选举产生的“代表”或代议士 ( Ｒepresentatives ) ，但很少关注另一个词，即“代表性”
( Ｒepresentativeness) ; 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对代表性的关注要强得多。试问没有代表性的代

表，到底有多大意义?

在民主实现方式上，经过多年的梳理，我认识到中西的偏重各有不同。如西方政治学关注

“公众参与”，中国更多强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的假设是: 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弹簧门，

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公众参与是指公众有权推开了那扇门，参与屋内的游戏，但矜持的

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群众路线则要求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底层

民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我曾试图寻找西方有没有群众路线的痕迹，结果只找到两

个例子。一是美国有位国会议员在无家可归者收留所待过一夜，让她感触良多; 二是香港有位立

法会成员到贫民窟( 劏房) 做过一次清洁，让他终生难忘。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西方体制下决

策者深入群众的例子。他们的所谓“选民接触”( Constituent Engagement) 多为争取选票的配套动

作。而在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是所有决策者的基本功，是贯彻执行了

几十年的优良传统。③ 例如，自从 2012 年上任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到中国最穷的 24 个贫困

村去进行过调研;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每个月都会至少外出一次，到中

国各地进行考察调研，更不要提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 290 万名驻村干部!

中国与西方的政策形成过程也很不一样。西方基本上是立法先行，由议会、国会通过一个法

律，然后由下面去贯彻执行; 而我们的政策过程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往往从执行开始，由各

地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同样问题的不同方式，或有组织地进行试验( 试点) 。在实践与试验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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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经验后，也许会先形成地方性、部门性试行条例，然后在进一步实践、试验中将其逐步

完善，变为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国务院行政法规，最后才会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法律，整个过程与西方几乎正好相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十分重视“试点”“抓点带面”，改革

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还是一直这么做，从 1980 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到 2019 年将深圳设立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再比如在决策机制方面，西方强调“制衡”，我

们强调“磨合”; 西方决策机制中设置了很多“否决点”( Veto points) ，我们的决策机制中更多的是

“磨合点”; 西方通常采用多数决 ( Majority rule ) ，我们一般使用共识决 ( 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 。“磨合”这个词很具中国特色，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词，但想找到一个对应的、适用

场景同样广泛的英文词不太容易。①

以上只是过去十年来我在尝试政治学本土化方面一些粗浅的心得。如果深入、系统地进一

步发掘的话，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民主理论、政策形成理论、决策过程

理论。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有其他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大家一起探索，把政

治学本土化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我们的美国同行学习，因为他们非常勇于

而且也比较善于把本国独特的东西，提升至一般的、甚至普世的高度，加以理论化。而我们有些

学者则往往比较谦卑，遇到我们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以为它们不值一提，无需理论化，甚至

自觉形秽、自叹不如。其实，作为有长达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大

国，我们治国理政的经验比美国的经验更具普适性，非常值得认真地进行理论总结。在本土化的

道路上，我们要让自己的眼光更敏锐，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独特，看到自己的优势，将我们的政治

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作者: 王绍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武汉市，430074)

( 责任编辑: 孟令梅)

·13·

政治学本土化，时也，势也!

① 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王绍光、鄢一龙:《大智兴邦:

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